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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一次自然实验

张彩云

摘要： 提升技术水平是出口企业应对 “绿色壁垒” 进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本文运用清洁生产标准， 采用自然实验法验证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

响， 试图明晰技术标准的提升是否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

样本研究了这一问题， 结果发现，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 受规制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

量有所下降， 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说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出

口。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通过 “遵循成本” 效应提高了企

业成本， 进而抑制了企业出口； 通过 “创新补偿” 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率， 从而促

进了企业出口； 短期内 “创新补偿” 效应未起主导作用。 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严格的技术标准可能会 “倒逼” 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维持国际竞争

力， 核心在于如何充分发挥 “创新补偿” 效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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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下， 中国制造业依然面临高污染、 低技术含量的困境， 若不实现突破， 未来

中国的出口企业还将应对一系列贸易壁垒。 据世界银行统计， 大约 ３０％的暂时性

贸易壁垒涉及中国出口， 这一比例是排名第二国家的 ３ 倍之多 （ Ｅｍｉｌ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１］， 甚至有学者发现， 很少有暂时性贸易壁垒是不针对中国的 （ Ｂｏｗｎ，
２００７） ［２］。 其原因无非有二： 一是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降低了出口产品的生产

成本， 冲击了一些国家的出口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４］）； 二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可能包含一些非环保物质。 针对第一个原因， 已有

部分学者证明， 中国出口产品中包含大量国外增加值， 中国出口规模被严重夸大

（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ｔ， ２０１０［５］； 文东伟， ２０１８［６］）。 因此， 对于制造业应对贸易壁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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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第二个原因极其关键。 例如， 欧盟曾对中国的出口玩具实施绿色壁垒， 这明显

抑制了中国对欧盟的玩具出口 （李昭华和蒋冰冰， ２００９） ［７］。 应对绿色壁垒， 企业

必须提高治污技术和生产技术水平， 国内日渐严格的科技标准是主动应对绿色壁垒

的一项有效措施， 其合理运用不仅会提高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 还可能会倒逼企业

提升生产技术， 提高生产率， 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为了验证这一问题， 本文以企

业出口为例， 采用自然实验法研究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及

其中介机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 “节节攀升”， 伴随的现象是

出口产品向低污染、 高技术转变， 国外消费的高污染、 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也随之变

为 “中国制造”。 部分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结为 “污染避难所假说” 和 “污染避难所

效应”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４［８］； 陆旸， ２００９［９］ ）①， 自这两个理论提出来后，
国内外相关研究纷纷涌现， 诸多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降低了一国产品尤其是污

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 （Ｗ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Ｕｇｅｌｏｗ， １９７９［１０］； Ｔｏｂｅｙ， １９９０［１１］；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１２］； 陆旸， ２００９［９］； 任力和黄崇杰， ２０１５［１３］ ）。 当然也

有学者发表不同的观点， 最著名的是 “波特假说”， 其核心为 “创新补偿” 效应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 ［１４］， 在此基础上，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 ［１５］进行了详细解释， 认为

环境规制与企业国际竞争力之间是互补的， 一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刺激了企业潜在生

产技术进步， 提高了生产率， 提升了企业出口的比较优势， 进而有助于保持国际竞

争力。 李小平等 （２０１２） ［１６］证实了这一结论。
关于环境规制对出口影响的研究十分密集， 但是鲜有学者就科技标准型环境规

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做出解释， 由此可见本文的研究意义： 其一是现

实意义。 随着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越来越明确， 过程、 工序分工的重要性日

渐凸显， 因而企业通过占据技术制高点以提升国际竞争力愈发关键。 本文通过检验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能否 “倒逼” 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明晰严格的清洁生产

技术标准能否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其二是学术价值中的理论运用。 本文将同时考

虑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遵循成本” 效应和 “创新补偿” 效应， 通过构建理论模

型来明晰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生产率， 从而影响到企业出口。 其三是

学术价值中的机制研究。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包括工资、 固

定资产投资等表征生产成本的因素以及企业生产率这一表征生产技术的因素， 两个

机制皆需实证检验。 这三点对如何通过提升技术标准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有一定

的启发。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是文献梳理和理论机制； 第二部分对清洁生

产标准实施背景、 涉及的行业归纳整理， 并选择合理的回归方法； 第三部分是基准

回归和稳健检验， 而后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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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污染避难所假说” 指的是贸易壁垒下降将促进污染密集型工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向环境规制较

弱的国家转移； “污染避难所效应” 指的是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影响到国际贸易流向。



一、 文献梳理与理论机制

（一） 文献梳理

随着环境规制加强， 要素投入不仅包含劳动力和资本， 环境也成为一种生产要

素 （Ｓｉｅｂｅｒｔ， １９７７） ［１７］。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环境规制会影响产品尤其是污染密集

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Ｗａｌｔｅｒ 和 Ｕｇｅｌｏｗ （１９７９） ［１０］发现发达国家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 环境规制标准

较为严格和完善， 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经济问题， 很少关注环境问题， 污染产业

便从发达国家涌向发展中国家， 使后者成为 “污染避难所”。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和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 ［１２］从理论角度证明， 对环保产品的偏好使高收入国家提高了对环境规制的

要求， 进而通过自由贸易方式完成污染转移， 产生 “污染避难所效应”。 以 “污染

避难所效应” 为理论依据， 部分学者运用 Ｈ－Ｏ－Ｖ 模型或引力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对

出口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 “ 污染 避 难 所 效 应 ” 是 成 立 的。 高 静 和 刘 国 光

（２０１４） ［１３］以 ５４ 个国家 ３５２ 对南北贸易关系为样本， 采用 Ｈ－Ｏ－Ｖ 模型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水平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为负； 任力和黄崇杰 （２０１５） ［１３］将引力

模型加以扩展， 加入环境规制因素， 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出口。 也有学者认为

“污染避难所效应” 不成立。 Ｔｏｂｅｙ （１９９０） ［１１］将环境规制作为要素禀赋纳入 Ｈ－Ｏ－
Ｖ 模型之中， 对 ２３ 个国家 ５ 个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进行回归， 结果发现环境规

制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Ｂｅｅｒｓ 等 （１９９７） ［１９］ 运用引力模型就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

响展开实证研究， 也无法证明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之间的关系成立。
之所以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究其原因， 第一， 从企业管理层面讲， 以上研究从

静态角度出发， 仅考虑了 “遵循成本” 效应， 未考虑 “波特假说”。 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ｉ 和
Ｃｒｅｐｉ （２００８） ［２０］采用引力模型检验了 “波特假说”， 结果发现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

部门， 环保技术出口增加。 而 Ｓｏｎｇ 和 Ｓｕ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１］也得出环境规制利于出口的结

论， 与 “波特假说” 的推论类似。 第二， 深入到企业异质性层面， 以上研究是基于

传统贸易理论的产业间贸易和基于新贸易理论的产业内贸易， 未考虑异质性企业贸易

理论。 Ｂｅｒｎａｒｄ 和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３）［２２］以及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２３］证明， 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

响到出口。 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 从而提升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门槛， 企业的

出口量和出口概率必将受到影响。 Ｊｕｇ 和Ｍｉｒｚａ （２００５）［２４］通过固定 “时间—行业—进口

方—出口方”， 控制了企业异质性， 结果发现， 环境规制对产品出口产生负效应。
以上文献研究十分丰富，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可进行完善： （１） 理论依据。

以上研究大多仅考虑静态的 “遵循成本” 效应， 未考虑动态的 “波特假说”； 大多

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而随着产品内分工越来越明确， 新新贸易理

论对出口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２） 指标选择。 以往研究大多考察末端治理的影响，
无法反映企业生产过程的技术规制如何影响出口。 （３） 内生性问题。 以往诸多研

究中， 往往选择污染治理支出等内生性很强的变量表征环境规制。 （４） 影响机制

研究。 环境规制通过企业生产成本、 生产率对出口产生影响， 从理论上可凝练为

“遵循成本” 效应和 “创新补偿” 效应， 而以往研究鲜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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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作为政策冲击， 采用自然实验法考察科技标准型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本文创新点如下： （１） 理论依据更为全面。 本文依

据新新贸易理论， 考虑到了企业生产率这一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变量， 同时， 加入

“波特假说”， 考虑到了企业的动态性。 将这些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解释环

境规制如何以生产成本和生产率为中介影响到企业出口。 （２） 指标反映生产过程

的技术控制且考虑了内生性问题。 与以末端治理为代表的环境规制不同， 清洁生产

标准针对的是企业生产技术， 能够反映过程控制的影响； 对企业而言， 清洁生产标

准由政府制定， 外生性强， 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３） 影响机制。
环境规制通过 “遵循成本” 效应和 “创新补偿” 效应影响企业出口， 企业生产成

本、 生产率是中介机制， 本文将一一验证。
（二） 理论机制

环境规制的影响机制分为传统的 “制约论” 和 “波特假说”。 传统的 “制约

论” 认为环境规制具有 “遵循成本” 效应。 一方面， 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 企业

将增加用于污染治理的劳动力数量， 导致企业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另一方面， 引

进先进的治污设备和治污技术， 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 这两方面都导致污染治理的

投资挤占了产品生产的投资， 降低产出， 这就是 “遵循成本” 效应。
以上假说建立在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基础上， 所以才有企业本身已经利润最大

化的假设。 然而，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 ［１４］对 “制约论” 提出质疑， 认为以往研究基于静

态行为才得到环境规制降低企业竞争力的结论， 而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引发企业通

过创新来弥补 “遵循成本”， 产生 “创新补偿” 效应。 进一步，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 ［１５］从动态角度解释了 “创新补偿” 效应存在的原因， 企业短期内并未处于

一般均衡状态， 技术水平等均未达到最优， 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治污

技术创新， 同时带动生产技术创新， 这将提升企业生产率， 增加企业产出， 从而产

生 “创新补偿” 效应。 在这两大效应的基础上， 下文结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分

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３］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８） ［２５］

加入贸易壁垒这个因素， 考察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扩展

该模型， 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假设条件包括： 存在 Ｊ 个国家， ｊ ＝ １， ２， ……， Ｊ ， 每个国家有 Ｎ 个企业， 产

品生产是连续的， 生产产品为 ｌ ； 企业生产率 （１ ／ ａ） 存在差异； 产品间替代弹性为

ε ＝ １ ／ （１ － α） ， 其中 ０ ＜ α ＜ １。
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ｕ ｊ ＝ ［ ∫
ｌ∈Ｂｊ

ｘ ｊ （ ｌ） αｄｌ］ １ ／ α （１）

其中， ｘ ｊ（ ｌ） 代表产品 ｌ 的消费数量， Ｂ ｊ 为消费集。
在 Ｄｉｘｉｔ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７７） ［２６］的论述基础上， 商品 ｌ 的需求数量为：

ｘ ｊ（ ｌ） ＝
ｐ ｊ （ ｌ） － εＹ ｊ

Ｐ１－ε
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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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Ｙ ｊ 为 ｊ 国的收入， ｐ ｊ（ ｌ） ＝ τｉｊ

ｃｊａ
α

是产品 ｌ 的价格， Ｐ ｊ 是物价指数。

Ｐ ｊ ＝ ［ ∫
ｌ∈Ｂｊ

ｐ ｊ （ ｌ） １－εｄｌ］ １ ／ （１－ε） （３）

ｃｊａ 能够反映产品的边际成本， 本文对此做出改进， 加入环境规制这个要素，
即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 企业治污成本 ｅｊａ 增加， 这时价格方程变为：

ｐ ｊ（ ｌ） ＝ τｉｊ

（ｃｊ ＋ ｅｊ）ａ
α

（４）

设 （ｃｊ ＋ ｅｊ） ＝ ｄ ｊ ， ａ 的分布函数为 Ｇ（ａ） ， 范围是 ［ａＬ， ａＨ］ ， ０ ＜ ａＬ ＜ ａＨ 。 假

设 ｊ 国企业向 ｉ 国出口， 其生产成本与 ｊ 国可变要素成本 （ ｄ ｊ ）、 企业生产率

（１ ／ ａ） 、 进入 ｉ 国市场的成本 （ ｄ ｊ ｆｉｊ ）、 出口的 “冰山成本” （ τｉｊ ） 相关。
ｊ 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ｉｊ ＝ （１ － α） （τｉｊ

ｄ ｊａ
αＰ ｉ

） １－εＹｉ － ｄ ｊ ｆｉｊ （５）

其中， Ｙｉ代表 ｉ 国收入， Ｐ ｉ为 ｉ 国物价水平。 根据零利润条件， 出口企业的生

产率需满足的条件为：

（１ － α） （τｉｊ

ｄ ｊａ∗

αＰ ｉ
） １－εＹｉ ＝ ｄ ｊ ｆｉｊ （６）

只有生产率 １ ／ ａ＞１ ／ ａ∗时， ｊ 国的企业才能够从事出口活动。
任力和黄崇杰 （２０１５） ［１３］将环境规制作为影响贸易成本 （贸易壁垒） 的因素

之一计入引力模型， 与之不同， 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将引发企业的可变成本和进入出

口市场的成本上升， 而非 “冰山成本”。 基于静态的 “制约论” “遵循成本” 效应

发挥主要作用。 如果 ｊ 国环境规制水平上升， 企业需要增加治污的劳动力， 购置治

污设备、 引进清洁生产技术， 这些成本增加导致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 ｄ ｊ ｆｉｊ上升， 产

品边际成本 ｄ ｊａ 也上升， 进而导致企业出口的生产率边界 １ ／ ａ∗上升， 企业选择出

口的概率将下降。 基于 “波特假说”， 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带动生产过程创新， 利于

生产率提升， 即合理的 ｅｊ 会提升 １ ／ ａ。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 生产率上升引致出口概

率提高。 总之，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率， 企业面临两种选择： 退出出口市

场或提高生产率， 如果 “遵循成本” 效应发挥主要作用， 则企业选择前者； 如果

“创新补偿” 效应发挥主要作用， 企业选择后者。
以上模型侧重于考察企业是否出口， 对单个企业而言， 环境规制门槛提高后，

其决策还包括出口量的变化。 一般来说， 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 企业会经历先降低

出口量再退出出口市场的过程， 因此我们还要考虑到企业出口量。 研究环境规制对

企业出口量的影响需要将公式 （６） 的涵义稍加转变， 变为企业在不同出口量上需

要满足的生产率水平条件。 生产率门槛越高， 企业出口量越低， 反之亦然。 若只考

虑 “遵循成本” 效应， 意味着生产成本 ｄ ｊ ｆｉｊ上升， 对生产率边界 １ ／ ａ∗的要求提高，
这时企业出口量将下降； 若考虑到 “创新补偿” 效应， 合理的 ｅｊ 会提升企业生产

率水平 １ ／ ａ， 从而弥补 “遵循成本”， 虽然对生产率边界的要求在提高， 但是因

６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创新补偿” 效应的作用， 企业的出口量不降反增。
据此， 提出假说： 环境规制通过 “遵循成本” 效应降低了企业出口的概率和

出口量； 通过 “创新补偿” 效应提高了出口企业生产率， 从而提高了企业出口的

概率和出口量。

二、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背景及研究方法选择

研究政策冲击影响的一个方法是自然实验法， 原理是根据所选政策事件划分处

理组和对照组， 而后，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观测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
这一变化即是政策的影响。 下文将选择清洁生产标准作为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的政策

冲击， 通过设定计量回归模型、 选择合理的控制变量为假说的验证建立计量基础。
（一） 清洁生产标准实施背景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 极具

代表性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

法》， 前者就环境保护作了基本规定， 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将微观单位———企业的

责任做了详细规定。 为进一步推动清洁生产， ２００３ 年环保部针对三个四位数代码

行业制订了清洁生产标准， 将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分为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与

其他环境规制标准相比， 该标准对企业环保技术的规定最为细致， 且针对性强， 本

文以此代表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并展开自然实验极具现实意义。
运用双重差分法需合理识别处理组和对照组。 清洁生产标准规制的行业与 《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有差异，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四位

数代码行业与清洁生产标准所对应的行业进行匹配。 清洁生产标准从 ２００３ 年起实施，
之后不断修订或补充， ２００３ 年对 ３ 个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标准， ２００６ 有 １０ 个， ２００７ 年

有 ８ 个， 涉及的行业总结如表 １ 所示。 若以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清洁生产标准涉及行业

作为处理组， 可观测政策冲击的时间太短， 本文以 ２００３ 年作为政策冲击， 结论的可

信度更高。 这样， 处理组是 ２００３ 年清洁生产标准所涉及企业， 对照组为其他企业。

表 １　 处理组涉及四位数行业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炼焦 食用植物油加工 纤维板制造

皮革鞣制加工 棉、 化纤印染精加工 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

制糖 纸浆制造

铝冶炼 镍钴矿采选

氮肥制造 氨纶纤维制造

啤酒制造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平板玻璃制造

汽车制造

铁矿采选

注： 处理组为作者根据历年清洁生产标准涉及行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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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设定

验证理论假说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为双重差分法， 我们通过比较清洁生产标准实

施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出口变化来分析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

响。 借鉴 Ｃａｉ 等 （２０１６） ［２７］的研究，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ｌｎｅｘｉｔ ＝ αｉ ＋ αｔ ＋ γｐｏｓｔｔ × ｔｒｅａｔｉ ＋ βＺｄ ＋ εｉｔ （７）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加入时间变量 ｙｅａｒｙ， 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 具体公式如下：

ｌｎｅｘｉｔ ＝ αｉ ＋ αｔ ＋ βＺ ＋ εｉｔ ＋ ∑
２００７

ｙ ＝ １９９８
γｐｏｓｔｔ × ｔｒｅａｔｉ × ｙｅａｒｙ （８）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 （ｌｎｅｘ）， 包括出口概率和出口量， 前者采用 ０－１ 变量

表示， 后者采用出口额的对数表示。 从某种程度上讲， 出口额所包含的数值范围更

广， 且会更为准确地反映出口量， 也能反映是否出口， 下文主要选择出口额来表征

出口的变量。 ｉ 、 ｔ 分别代表企业和时间； Ｚ 是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 包括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 企业年龄等； αｉ、 αｔ 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

一些无法量化的企业特征和年份特征；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代表实施清洁生

产标准的企业， 为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ｉ ＝ ０ 代表未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企业， 是对照组；
ｐｏｓｔｔ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政策实施及之后年份为 １， 政策未涉及的年份为 ０。 我们

所要着重关注的是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 即系数g的值。
控制变量包括： （１）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采用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代表。 （２） 资

本密集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采用企业资本与劳动之比代表。 （３） 企业年龄 （ａｇｅ）。 采取

当年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加 １ 的方法衡量。 （４） 企业所有制 （ｏｗｎ）。 国有企业为 １， 外

资企业为 ２， 其他企业为 ０。 另外， 在 “创新补偿” 效应验证的部分涉及生产率指标

（ ｔｆｐ ）， 现有文献多使用 ＬＰ 方法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２８］和 ＯＰ 方法 （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２９］计算。 ＬＰ 方法的优势是， 针对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
提供了几种检验合意度的方法， 缺陷是忽视了样本自选择性问题。 在本文所选样本

中， 可使用中间投入品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 与 ＬＰ 方法相比， ＯＰ
方法可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 因而文中选择使用 ＯＰ 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

（三） 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因 ２００８ 年之后的数据缺少增加值、 中

间投入等重要指标， 本文的样本区间选定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指标缺失、 指标异常等问题， 我们根据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０］的样本匹配方法对原始样本进行匹配， 并综合聂辉华等 （２０１２） ［３２］ 对指

标缺失和异常问题的处理方法， 对原始的粗糙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 （１） 数据

合并。 依次使用法人代码、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 “电话号码＋地区编码”、
“开业年份＋地区编码＋主要产品名称＋行业代码” 等多个指标对历年数据进行匹配

整理。 （２） 行业调整。 为了保证行业代码前后统一， 文中使用 ２００２ 年的 《新国民

行业分类》 对 ２００２ 年之前的四位数行业代码进行调整。 （３） 缺失值和异常值处

理。 第一， 去除遗漏变量的样本， 如删除了工业总产值、 中间投入等主要变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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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缺漏值、 零值或负值的样本； 第二， 删除了企业年龄小于 ０ 的样本； 第三， 删

除了就业人数小于 ８ 的样本。

三、 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包括基准回归、 稳健性检验和影响机制分析。 首先， 基准回归考察科技

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方向。 其次， 基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法， 需要

满足随机分组、 样本同质性、 政策随机、 对照组不受政策影响和政策实施的唯一性

五个条件 （陈林和伍海军， ２０１５） ［３２］， 据此对基准回归结果一一检验。 最后一部分

为影响机制分析， 主要考察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是否发挥了 “遵循成本” 效应，
抑制了企业出口， 以及是否发挥了 “创新补偿” 效应， 促进了企业出口。

（一） 基准回归结果

面对清洁生产标准规制， 企业有两种选择： 可通过增加污染治理成本的方式来

达到清洁生产标准， 也可通过产品创新和生产过程创新的方式， 减少污染物排放， 达

到清洁生产标准。 前者挤占企业生产成本， 不利于企业出口。 后者提高企业生产率，
利于企业出口。 详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是对公式 （７） 进行回归的结果， 均

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５ 列回归结果在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以及回归

方法的选择方面均存在差别。 前两列的区别在于， 第 （１） 列未加入控制变量， 为剔

表 ２　 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出口额 出口额 是否出口 企业进入 企业退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３５ 　 　 　 －０􀆰 １４５∗∗∗ 　 　 　 －０􀆰 ６５４∗∗∗ 　 　 　 －０􀆰 ０４７８∗∗∗ 　 　 　 ０􀆰 １３５∗∗∗

（－１􀆰 ０１） （－３􀆰 １７） （－１８􀆰 ０８） （－３􀆰 ４０） （７􀆰 １５）

ｓｃａｌｅ
０􀆰 ５７５∗∗∗ ０􀆰 ４９２∗∗∗ －０􀆰 １９１∗∗∗ －０􀆰 ２０５∗∗∗

（１２１􀆰 ６５） （１８７􀆰 ７９） （－１７５􀆰 ７２） （－１３６􀆰 ５８）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０􀆰 ０９８８∗∗∗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７８１∗∗∗ －０􀆰 ０７７６∗∗∗

（３６􀆰 ５８） （－１１􀆰 ００） （－１００􀆰 ７１） （－７４􀆰 ０９）

ａｇｅ
０􀆰 ０４９５∗∗∗ ０􀆰 ０３８３∗∗∗ －０􀆰 ４４０∗∗∗ ０􀆰 １１１∗∗∗

（１１􀆰 ３０） （１４􀆰 ７０） （－３５５􀆰 ３３） （６０􀆰 ８０）

ｏｗｎ２
０􀆰 ０６９９∗∗∗ －０􀆰 ８２１∗∗∗ －０􀆰 １８０∗∗∗ ０􀆰 １３７∗∗∗

（５􀆰 ８８） （－８５􀆰 ２２） （－４０􀆰 ７４） （２９􀆰 ３２）

ｏｗｎ３
０􀆰 １５４∗∗∗ ０􀆰 ９３７∗∗∗ －０􀆰 １６９∗∗∗ －０􀆰 ２６７∗∗∗

（１３􀆰 ２８） （１５６􀆰 ９５） （－５６􀆰 ４４） （－５９􀆰 １８）

常数项
２􀆰 １６１∗∗∗ －１􀆰 ０５５∗∗∗ －４􀆰 ２４４∗∗∗ １􀆰 ０５７∗∗∗ －０􀆰 ２１７∗∗∗

（３５４􀆰 ２７） （－３７􀆰 １１） （－２６２􀆰 ９２） （１７４􀆰 ９５） （－２８􀆰 ０４）
企业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１ ９０６ ０７１ １ ７４９ ４８９ １ ９９７ ４２８ １ ９９７ ４２８ １ ９９７ ４２８
Ｒ２ ０􀆰 ８５１ ０􀆰 ８６０
Ｆ ９４８􀆰 ６ １ ８０２􀆰 ２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６） ７６ ０３４􀆰 ５４ ２０１ ９８５􀆰 ５４ ２９ ８１４􀆰 ２７

注： 第 （１）、 （２） 列的括号内为 Ｔ 值； 第 （３） — （５） 列的括号内为 Ｚ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标准差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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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等其他因素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第 （２） 列加入了控制变

量。 研究结果发现， 第 （１） 列中， 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 １０％水平上未

拒绝系数为 ０ 的原假设。 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 第 （２）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清洁生

产标准对企业出口产生负向影响， 其系数为－０􀆰 １４５， 且这一影响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成

立。 结果表明， 与不受清洁生产规制影响的企业相比， 受清洁生产标准规制的企业出口

额降低了 １４􀆰 ５％。 第 （３） 列至第 （５） 列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就企业是否出口以及进入、
退出进行了回归， 结果发现，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了企业出口和进入的概率， 提高了

企业退出的概率。 ５ 列的回归结果均证明，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出口。
（二） 稳健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主要是为了明确在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前， 处理组

和对照组是否具有相同的趋势。 如果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出口变化趋势不

同， 将无法证明平均处理效应是因政策而发生， 这样的回归结果是有偏的。 平行趋势

检验通常需要将政策实施时间的变量拆分为每一年的时间变量， 详见公式 （８）。 对

该公式进行回归后的结果如表 ３ 的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所示。 ２００３ 年之前， 交

叉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无法拒绝 ０ 这一原假设。 也就是说， 在实施清

洁生产标准之前， 处理组和对照组未发现明显的趋势差异，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

企业出口产生的负向影响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随机分组检验。 除了平行趋势检验外， 我们还要检验样本分组的随机性。 若样

本分组不是随机的， 即使政策实施前两组样本具有相同趋势， 也无法证明政策实施

后， 两组样本出口变化的差异是因政策而发生。 对应到本文的研究对象， 清洁生产

标准选择的行业是污染行业， 可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解决的方法是选择污染程度

相近的样本作为对照组。 本文的处理组为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炼焦、 皮革鞣

制加工三个四位数代码行业， 我们选择其所在的两位数代码行业中的其他四位数代

码行业为对照组， 以降低非随机分组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结果如第 （３） 列所

示， 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出口有着十分显著的负向影响。
样本同质性检验。 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必须具有同质性， 才能确保处理组和对

照组企业的出口趋势因清洁生产标准实施而发生。 为降低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异质

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重新选择对照组， 匹配方法为

０􀆰 ０５ 距离内 １： ４ 最近邻居匹配法。 重新选择对照组后， 结果见表 ３ 第 （４） 列，
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负。

政策随机检验。 如果政策干预时间不是随机的， 在人为变更政策干预时间后，
平均处理效应也将显著。 如果平均处理效应不显著， 这说明政策干预具有随机性。
具体结果见表 ３ 第 （５） 列， 为了确保这一检验的严谨性， 我们将选择 “干净” 的

处理组和对照组， 将样本范围控制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 以防止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政策实施引起处理组和对照组出口的显著差异， 导致人为提前政策实施时间后， 两

组样本出口的差异依然显著。 这样， 政策干预时间的随机性将失去意义。 将政策实

施时间人为提前到 ２０００ 年， 且将样本的时间范围缩小至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 从回归结

果中发现， 平均处理效应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再成立， 说明人为提前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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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标准实施时间后，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出口将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照组不受政策影响检验。 这一检验的目的在于保证政策仅仅影响处理组。 假

设对照组也受清洁生产标准的影响， 那么， 随机抽取企业作为处理组， 将其他未被

抽中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后， 平均处理效应将显著不等于 ０。 从对照组中随机抽取部

分企业作为新的处理组， 其他企业作为新的对照组， 重新分组后从第 （６） 列的回

归结果中发现， 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不再显著。
政策唯一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未受其他政策干扰， 我们需要排除清洁生

产标准实施期间其他环境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与清洁生产标准相同的是， 为了

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水污染排放标准、 大气固定源污染物排放标准相继颁

布且不断修订， 这些污染物排放标准涉及一部分行业。 此外，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增

加了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范围。 我们进行稳健检验时要对这些政策涉及的行业进行

控制， 回归结果如第 （７） 列所示。 控制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后， 清洁生产标准对

企业出口依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 ３　 稳健检验

解释变量
平行趋势检验 随机分组 样本同质性 政策随机

对照组不受
政策影响

政策唯一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１２６∗∗∗ 　 　 －０􀆰 ２４７∗∗∗ 　 　 －０􀆰 ３４４∗∗∗ 　 　 ０􀆰 ０７５２ 　 　 ０􀆰 ００２０６ 　 　 －０􀆰 １４８∗∗∗

（－２􀆰 ６０） （－３􀆰 ３６） （－２􀆰 ７９） （０􀆰 ７２） （０􀆰 ０７） （－３􀆰 ２３）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１
－０􀆰 ００９８６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６） （－０􀆰 １０）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
０􀆰 １１８ ０􀆰 １１１

（０􀆰 ７６） （０􀆰 ７２）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３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１

（０􀆰 ６８） （０􀆰 ６３）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４
０􀆰 １４３ ０􀆰 １４１

（０􀆰 ９３） （０􀆰 ９２）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５
０􀆰 １４８ ０􀆰 １５０

（１􀆰 ０２） （１􀆰 ０３）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６
０􀆰 ０９５２

（１􀆰 ５２）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７
－０􀆰 １２８∗∗

（－２􀆰 ０２）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８
－０􀆰 ２４０∗∗∗

（－３􀆰 ７４）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９
－０􀆰 ５１１∗∗∗

（－７􀆰 ６８）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污染物排放
标准控制

Ｙ

２００６ 年清洁生产
标准控制

Ｙ

２００７ 年清洁生产
标准控制

Ｙ

企业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１ ７４９ ４８９　 　 １ ７４９ ４８９　 　 ４９ ５３０　 　 ５２ １９７　 　 ７５３ ８３２　 　 １ ７４９ ４８９　 　 １ ７４９ ４８９　 　
Ｒ２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２ ０􀆰 ９６９ ０􀆰 ８９５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０
Ｆ １ ３２８􀆰 ０　 　 　 １ １５０􀆰 ３ ４７􀆰 ９８ １０􀆰 ２１ ３７５􀆰 ５ １ ８０１􀆰 ４ １ ４８６􀆰 ０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和 ∗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标准差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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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响机制分析

关于 “遵循成本” 效应， 为了达到清洁生产标准， 企业主要选择三种方式：
第一， 使用更多劳动力进行末端治理以达到排放标准， 这种方式表现为企业总工资

支出的上升； 第二， 购买达到排污标准的生产设备， 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这

种方式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支出上升； 第三， 增加治污设备运行次数以减少排放，
这将加快设备的损耗， 其折旧将上升。 从表 ４ 中 （１） — （５） 列的回归结果中可

见， 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总工资支出、 固定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值、 折旧和本年

折旧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说明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支出、 固定资

产投资和折旧， 无论企业增加治污的劳动力、 购买新的治污设备还是增加治污设备

运行次数， 均证明 “遵循成本” 效应是发挥作用的。
关于 “创新补偿” 效应， 环境规制会 “倒逼” 企业提高生产技术、 降低管理

成本抑或节省投入， 无论什么方式， 最终体现为生产率的提升。 因而， 我们通过验

证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证明 “创新补偿” 效应的存在， 结

果如表 ５ 所示。 从中可见， 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出口企业的样本， 清洁生产标准规制

的实施对企业生产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说明 “创新补偿” 效应在促进

企业出口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 ４　 “遵循成本” 效应的检验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工资 固定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净值 折旧 本年折旧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６５１∗∗∗ 　 　 　 　 ０􀆰 １０８∗∗∗

（３􀆰 ４２） （４􀆰 ０９） （１􀆰 ６６） （５􀆰 ２６） （６􀆰 ３６）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１ ９８９ ３０３ １ ９９３ １０９ １ ９９３ ９８１ １ ９６６ １８０ １ ８５９ ７６７
Ｒ２ ０􀆰 ９２６ ０􀆰 ９７５ ０􀆰 ９６７ ０􀆰 ９４３ ０􀆰 ８８３
Ｆ ７３ ５６７􀆰 ２ １８８ ０２６􀆰 ３ １４７ ９９０􀆰 ４ ８７ ６５１􀆰 ４ ２７ ０８６􀆰 ９

注： 括号内为 Ｚ 值；∗∗∗、∗∗和 ∗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标准差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下表同。

表 ５　 “创新补偿” 效应的检验

（１） （２）
样本范围 出口企业 全样本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２０３∗∗∗ ０􀆰 ２００∗∗∗

（５􀆰 ６８） （１３􀆰 ４１）
控制变量 Ｙ Ｙ

企业 Ｙ Ｙ
时间 Ｙ Ｙ
Ｎ ４３９ ２３７ １ ９３８ ３８４
Ｒ２ ０􀆰 ７７３ ０􀆰 ７５９
Ｆ ２ ９７４􀆰 ３ １２ ２１６􀆰 ５

注： 括号内为 Ｚ 值；∗∗∗、∗∗和 ∗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标准差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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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述回归结果可发现，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

口额， 从理论上讲， 环境规制虽然督促企业节能减排， 但也可能通过提升企业生产

成本的方式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门槛， 进而对出口产生负向影响， 这与本文运

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所得结论相符。 进一步的机制验证发现， 科技标准型环

境规制通过 “遵循成本” 效应明显提高了企业成本， 通过 “创新补偿” 效应提高

了企业生产率， 而前者会降低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量， 后者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

出口量，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四、 结论性启示

随着人类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绿色壁垒” 也将只增不减， 探索提

升技术水平的路径是出口企业应对 “绿色壁垒” 进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基

于这一背景， 本文通过研究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试图明晰提升

技术水平对企业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意义。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本研究提供了大样

本， 本文将 ２００３ 年实施的清洁生产标准作为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的代表性政策，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

施后， 与未受规制企业相比， 受规制企业出口额、 出口概率均有所下降， 这一结果

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说明科技标准型规制短期内无法促进企业出口。 本文进一步对

该结果的发生机制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通过 “遵循成本”
效应提高了企业成本， 从而降低了出口概率和出口量； 通过 “创新补偿” 效应提

高了企业生产率， 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量。 显然， “遵循成本” 效应发挥了

主要作用。 事实上， 研发创新本身就是一种耗时较长、 短期内很难获得经济效益的

活动， 这也是 “创新补偿” 效应滞后于 “遵循成本” 效应的原因。 但是， 从长远

来看， 通过严格的科技标准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率， 对于提升企业乃至中

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可得到三点启示： （１） 要继续严格执行科技标准型环境规

制， 以刺激企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应对日渐严格的 “绿色壁垒”。 （２） 制定合理

的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 使 “创新补偿” 效应能够发挥作用。 （３） 企业要抓住提

升科技标准的机会， 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缓解出口压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国

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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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ＺＨＡＮＧ Ｃａｉｙ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 ｇｒｅｅ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ｄ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ｏｏｋ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ｓ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ｙｐ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ｙ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ｌａｙ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ｗ ｔｏ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ｓ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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